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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以来,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在所谓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内部, 出现了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或真理体制并存的格局, 一方面是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 另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由

此派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知识治理问题。 这种治理的目标, 是在意识形

态国家机器内部对知识生产及其权力关系加以调节,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领导权。 本文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知识体系的

形成和发展过程, 从权力 - 知识共生关系的角度比较了两种知识体系的生产; 梳理

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演进和分化过程, 围绕市场和国家的关系等问

题,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了扼要的比较; 着眼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知识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制度和策略分析; 在

尾论里, 还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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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选择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 则是在这一发展道路中产生的知识体系, 它解释了当代中国自我

身份的建构和认同的问题。 近年来, 受到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
出现了一些怀疑中国是否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看法。 这些看法的得出不是

偶然的, 究其根源, 首先反映了在面对当代世界体系中的话语霸权时所产生

的畏难情绪, 其次也反映了不同的知识体系或真理体制在各种意识形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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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内部的并存及相互竞争的格局。 在经济学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本土版本, 就是两种并存的知识体系, 并

在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中同时发生着影响。 这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并存和

相互竞争, 在奉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它反映

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权力之间的并存关系———一方面是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

理, 另一方面是追逐自身利益的私人资本。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知识治

理而言, 问题不在于用一种知识体系消灭另一种知识体系, 而在于限制和诱

导与资本权力相关联的知识体系的生产, 在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确立

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导权。

本文以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为核心, 依次涉猎了如下

问题。 首先, 我们简略地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和知识的相互关系的理

论, 并将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思想———经过适当的批判后———

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 其次, 从权力 - 知识共生的角度追溯了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和新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比较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其

对社会实践的影响。 再次, 梳理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演进和分

化过程, 这一分化造成了两种知识体系或真理体制的并存和竞争格局, 即一

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另一方面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代

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① 依据文献计量学的分析, 在中共十八大以前, 以新

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题词的论文发表量, 长期以来呈上升态势, 十八大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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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古典经济学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 对这一命题需要作如下解释。 和新

古典经济学相比,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 比如, 它还包括奥地利学派

的经济学。 那么, 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相较于其他流派, 构成了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的核心呢? 在笔者看来, 这是由于只有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微观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广为流

行的参照系理论的缘故, 这一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及其资源配置效

率。 从其结构来看, 新古典经济学是由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等在不同

历史时期形成的理论共同组成的, 在这些理论中,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崛起的新古典

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 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毋庸置疑

的, 但如何看待新古典微观经济学, 却可能存在分歧。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 Joseph
E. Stiglitz) 在评论奥斯卡·兰格 (Oskar Lange) 等人的研究时就曾提出, 以完全竞争市

场的一般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 与其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不如说是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 (斯蒂格利茨, 1988: 12、 15)。 依照这种理解, 将

新古典微观理论划归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就是难以成立的。 但是, 笔者认为, 新古典微

观经济学究竟是否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并不取决于这一理论 “自在的” (转下页注)



其数量开始下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文量则出现了明显增长

(见后文图 1—图 3)。 最后, 评析了罗纳德·科斯 (Ronald H. Coase) 等人关

于 “思想市场” 的观点, 指出这一观点的政治保守主义实质, 同时围绕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知识治理, 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制度和策略分析。 在尾论里我

们强调, 所谓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观点是一个伪命题。①

一、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从启蒙时代以来, 社会理论的建构一直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 科学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理论必须采取的外在形式。 18 世纪的启蒙哲学反对旧

形而上学从抽象原理出发演绎出知识体系, 主张接纳牛顿在认识自然时运用

的方法, 即将一门知识的建立视为对实在加以分析和思维重建的过程。 用德

国学者卡西勒 (1988: 194) 的话来说, 这种来自自然科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以至于 “18 世纪哲学从一开始就把自然问题和历史问题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

体。 它力图用同样的思想工具处理这两类问题。 它力图对自然和历史提出同

样的问题, 运用同一种普遍的 ‘理性’ 方法”。①

然而, 科学主义对于社会理论的影响, 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理论真的是

像启蒙哲学想象的那样, 是按科学标准建立起来的。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指出的, 在阶级社会, 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主导了社会科学知

识的生产和治理。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 (2012: 178—
179) 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

神力量。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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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上页注①) 性质 (如斯蒂格利茨所理解的), 而在于其在何种意义上被大多数新古

典主义者看待和利用。 在新古典主义教科书和论文里, 微观经济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用

于证明如下结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人类的一种经济组织, 而且是唯一合理的经

济组织。 这种理论的意识形态效果, 恰恰就是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 那些表面上偏离了

新自由主义的学说, 比如新凯恩斯主义, 由于在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概念中依然默认了

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参照系, 就被一根或明或暗的线和新自由主义牵连在一起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曾指出: “18 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 对自然的

认识只是在 18 世纪 (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 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 (恩格斯, 1956:
657)

(接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 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占统治地

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不过是以思想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因而, 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

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此

外, 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 因而他们也会思维; 既然他们

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 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 那么, 不言

而喻, 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 就是说, 他们还作为

思维着的人, 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 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

产和分配; 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在 《资本论》 里,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结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考察, 同时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生产过程,
开展了他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一批判一方面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如

何作为 “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生

产出来的; 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细致的、 可称为 “知识考古学” 的工作, 它要

小心翼翼地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从其意识形态的封土中剥离出来。
马克思还断言, 如果说在 1830 年以前,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还属于这种具

有双重意义的思想生产的话 (即一方面是知识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

的生产), 在 1830 年以后, 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 “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

学的丧钟” 就敲响了 (马克思, 1972: 17)。
在这里, 我们或可对知识概念本身作出狭义和广义的区分。 狭义的知识概

念, 指的是作为启蒙时代理想的以自然科学标准衡量的知识, 它以客观存在的

对象为前提, 并反映这一对象的矛盾和规律。 广义的或在当今社会实际流行的

知识概念, 则是与这种狭义的知识生产混杂在一起的思想或意识形态体系。
在马克思看来, 植根于经济基础的权力关系, 是包括经济学知识在内的

一切社会知识生产的调节者。 这种调节者的作用, 不仅在于它预先决定了知

识生产的内容, 而且在于它可以决定或选取符合其利益的真理标准。 这样一

来, 马克思所倡导的这种知识生产的社会学, 就预示了后来为福柯所注重的真

理体制概念, 这是一种只存在于特定权力结构中的真理体制, 它构建、 选择、
审查知识, 迥异于启蒙思想所憧憬的客观真理的概念。 福柯的片面性或许只在

于, 他将这种真理体制的相对性绝对化了, 忽略了权力 - 知识或权力 - 真理的

共生体制在经过某种适当的批判———比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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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得以发展的媒介。
在马克思 (1995: 49) 看来, “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

力”, 因而也必然主导着社会知识的生产。 在马克思以后, 马克思主义者如安

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和路易·皮埃尔·阿尔蒂塞 (Louis Pierre
Althusser),① 将知识生产的问题扩大到对国家权力的分析。 葛兰西 (2016)
重新思考了国家概念, 将其扩展到市民社会, 提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 (政
治上层建筑) 共同构成了国家。 与马克思不同的是, 他不再将市民社会等同

于经济基础, 而是将经济关系从市民社会中离析出去, 使其成为一个处在经

济基础以外, 但与国家结为一体的社会概念, 并将政党、 工会、 宗教、 学校、
文化、 出版、 传播等与广义知识生产相关联的领域都涵盖于内。 他提出, 统

治阶级不仅依靠政治社会的强制实现其统治, 而且依靠市民社会的知识生产,
依靠将利益关系解释为大众所接受的常识, 一句话, 依靠同意或共识来维护

其统治。 此后, 阿尔都塞 (2019) 采纳类似进路对广义知识生产问题开展了

分析。 他区分了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 (包括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 统治阶级可以凭借国家权力利用国家机器, 为其自身的利益服务。 他

提出,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国家意识形态。 学校、 家庭、 宗教、 工会、 传

播、 文化等, 均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一个由各

种确定的机构、 组织和相应的实践所组成的系统”, 从中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

“扎根” 于各系统的实践中, 这些实践虽然是意识形态的支撑物, 却不能简单地

化约为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 2019: 177)。 以学校为例, 它所实现的意识形态

扎根于相应的教育实践, 学生借此获得一些客观的知识或技能, 在这些知识或

技能的学习过程中伴随着意识形态生产, 但这些实践本身并不能还原为意识形

态。 阿尔都塞 (2019: 286—293) 进一步指出, 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 宗

教是在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机器, 在今天, 即在成熟

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 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学校。
葛兰西和阿尔蒂塞对市民社会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考察, 开辟了对各

种广义知识生产机构中的权力 - 知识共生关系进行分析的前景。 在这里, 我

们要引入福柯, 他对权力 - 知识的共生关系所作的许多具体研究, 是对前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 福柯的研究始于其早期著作 《疯癫与文明》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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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多译为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



柯, 1999)。 在这本著作里, 他考察了欧洲近代史上精神病院的形成过程。 福

柯提出, 18 世纪兴起的疯人院, 并非建立在知识即精神病学发展的基础上,
而是由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及其劳动伦理派生而来的。 在特定的权力关

系的基础上, 知识———精神病学———得到发展, 这一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医

生的治疗权力。 在其后来的著作里, 福柯将这种分析进路推广到诸如诊所、
监狱、 工厂、 学校等场域, 在 “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视野中研究了各种机构内

部权力和知识的相互关系。 在 《规训与惩罚》 一书里, 福柯就他理解的权力和

知识的关系做了如下概括: 我们应该承认, 权力制造知识 (而且, 不仅仅是因

为知识为权力服务, 权力才鼓励知识, 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 权力才使用

知识); 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

权力关系, 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福柯, 2019: 29)。
福柯的上述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引起了不同评价。 一方面, 阿尔都塞

(2019: 316) 曾高度赞扬福柯早期关于疯癫史的研究, 称之为杰作, 认为福柯

的研究发展了他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 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

尼科斯·普兰查斯 (Nicos Poulantzas) 则对福柯提出了批评, 认为福柯理解的权

力过于分散, 缺乏一般性基础, 淡化了国家作为镇压性机器的职能以及法律在

权力的运行中所起的作用 (Poulantzas, 1980: 77, 149)。 不过, 尽管福柯的研

究存有缺陷, 但是他对各种微观知识生产单位的权力机制的分析, 在经过适当

的批判和修正后, 是完全可能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侧重于阶级与国家的宏大叙事相

结合的。 除此之外, 福柯晚期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史的研究, 也非常有远

见和启发性, 与其权力 -知识共生论一样, 都是我们要借鉴和利用的理论资源。

二、 马克思主义和新旧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学

　 　 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 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与两种经济学作为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现代社会理论中,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在权力和知识的相互关系

中被型塑并得到发展的。 如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自己的思想称为

“科学社会主义”。 除了在认识旨趣上对科学主义的追求外, 科学社会主义首先

是在现代工人阶级作为自为阶级的斗争中产生的。 如恩格斯 (1995: 35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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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 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这里

的现实,指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围绕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重大斗争。 恩格斯

(1995: 364) 写道: “1831 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 在 1838—1842

年, 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 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 达到了高潮。 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资产

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 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

地位。” 伴随这种新的权力关系格局的出现, 社会理论或知识体系的竞争也开

始了: 一方面, “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 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

的利益一致、 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

是撒谎”; 另一方面, 出现了对新的社会理论或知识体系的客观需要, 这种新

知识体系不能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 只限于 “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及其后果”, 而 “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 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

式; 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 (恩格斯, 1995: 364—366)。 这

样一来,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 (恩格斯,

1995: 365), 结果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 即形成了作为科学社

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由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方面, 现

代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崛起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前提; 另一方面, 科学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知识体系, 其功能在于为工人阶级指认其变革的对象、 说明

其变革的条件, 从而服务于他们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斗争。

类似地, 自由主义经济学在 18 世纪的崛起也伴随并服务于近代资产阶级

争夺权力的斗争, 这一斗争的对象, 在当时主要是绝对主义国家。 福柯在其

著作 《生命政治的诞生》 里, 对 18 世纪出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即英法古典经

济学开展了细致的分析, 根据他的研究, 伴随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现, 国

家治理及其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其标志是政治经济

学为国家治理提出了自我限制的原则, 这一限制原则要求国家承认, 在其治理

对象以及治理行为内, 存在着某种 “自然” (nature), 国家的治理实践必须顺应

或服从这些自然, 否则就会失败。①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 这种意义的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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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 不是一些先于治理术运转的自然权利, 而是治理实践本身所特

有的某种自然性。 治理行为的对象具有一种其独有的自然。 治理行为本身具有一种特有

的自然并且这种自然才是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 (福柯, 2018: 22)



通常是借助劳动价值论来界定的———价格变动最终向价值 (或自然价格) 的收

敛, 解释了市场的具有自主性质的调节过程。 此外, 古典经济学还将处于特定

阶级关系下的分配关系也视为 “自然规律”, 力图使之摆脱国家的干预。①

在福柯看来, 政治经济学对这种自然的界定和理解, 同时意味着一种真理

体制的出现。 这一真理体制审查、 调节、 控制和选择那些可言说的内容, 并通

过对前述 “自然” 的界定, 为国家治理术提供了自我限制的原则, 其最终结果

是造成经济和政治作为社会存在不同领域的两分, 并以这种界分为真理。 福柯

(2018: 27—28) 写道: “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并不对称的两极诞生了。 政治和经

济既不是存在的东西, 也不是谬误, 不是幻想, 不是意识形态。 它是某种不存

在的东西, 但位于现实中, 隶属于一种区分开真与假的真理体制。”

福柯对自由主义的这种考察, 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

和社会思想的观点。 在福柯看来, 一方面, 经济和政治的界分———从而国家

治理的自我限制原则———产生于特定的真理体制, 因而具有相对性。 由这一

真理体制认定的对象及其内在结构 (这里是经济和政治, 或市场和国家的界

分), 可能并非与某种既与的事实相对应。 问题的关键是, 这种真理体制和特

定的权力结构相匹配, 是这种权力结构的派生物。 另一方面, 真理体制及其

所派生的知识也构成了一种权力, 它们可以界定哪些是可以言说的, 哪些不

能言说, 以及如何言说。 这样一来, 作为权力的知识就有了如下功能———知

识可以 “用一种秘密地把自己的对象客观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

的显赫之中的权力” (福柯, 2019: 237)。 这意味着, 通过构造认知的对象, 知

识可以作为权力在人们不知晓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从而减少权力行使的成本。

在 18 世纪下半叶崛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与绝对主义国家的斗争中

取得了胜利, 却在 19 世纪上半叶遇到了新对手, 并因此而遭逢了自己的第一

次危机。 马克思 (1972: 17) 在 《资本论》 第一卷第二版跋里写道: “1830

年, 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 从

那时起, 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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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为例, 他 “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 工资和利润

的对立、 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 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

的自然规律。 这样, 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参见马克

思 (1972: 16)。



形式。 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劳动价值论, 本来是为所谓 “自由放任”

张目的理论工具, 现在却转而被 19 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李嘉图派社

会主义者———所利用, 服务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样一来, 作

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古典经济学, 虽然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期为其利益服务, 并

被视为真理, 现在却需要为新的理论所替代了。 资产阶级此时需要的, 是一

种可以完全排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知识体系。 不过, 尽管社

会权力结构派生出这样的知识生产的需要, 然而 19 世纪下半叶以降资产阶级

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更迭却远非一帆风顺。 新的知识体系从产生到成熟, 即从

19 世纪 60 年代的边际主义革命, 至 20 世纪 7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崛起,
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在此期间, 战争、 革命和殖民体系的解体连绵不

断, 资本主义一直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
19 世纪晚期出现的边际主义以及建基于此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 重新定

义了与国家治理相对应的 “自然”。 在抛弃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 新古典经济

学一方面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来解释市场机制协调资

源配置的作用, 另一方面成功地将阶级对立从社会经济的 “自然规律” 里刻

意排除了出去。 边际主义分配论的重要代表、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

拉克 (John Bates Clark) 这样写道: “社会收入的分配受自然规律的调节, 如

果自然规律能顺利发生作用, 并不产生摩擦, 则每个生产要素能创造多少财富,
就能得到多少财富。” (克拉克, 1959: 4) 就这样, 通过重新界定传统自由主义

所理解的 “自然”, 新古典经济学为限定国家治理术的范围提供了新的依据。
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特点, 是发展了一套由数学包装起来的理论。 这种

科学主义的深度伪装, 经常让人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以公理为前提建立起

来的科学体系, 而忘却了权力在派生这种知识体系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还

是以新古典主义分配理论为例, 它在给定生产函数的基础上, 运用数学中的

欧拉定理, 证明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会在要素所有者之间依照他们各自的贡

献恰好分配净尽。 这个结果意味着,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不会有任何分配上的

矛盾, 这是一个由数学原理证明了的 “和谐社会”。 然而, 即便我们将生产函数

的合理性问题撇在一边不谈, 新古典分配论的这一数学证明, 需要假设生产函

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 只有在这一假设下, 社会生产的产品才能分配净

尽; 一旦假设规模报酬下降或递增, 就会出现产品不够分或者分不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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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些麻烦的后果, 新古典分配理论只能维持报酬不变这一假定。①

在边际主义经济学出现后,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没多久便经历了世界大战、
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危机所掀起的巨大动荡。 新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体

系再度面临被倾覆的威胁。 革新这一知识体系的客观需要又再度产生了, 这

一次革新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路线或形式。 其一是凯恩斯主义, 它承认单靠市

场本身的自我调节, 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同时, 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也主张接纳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 尽可能地将

其制度化或合法化。 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指出的, “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依赖关系的思考, 建立在下述

单一假定上: 工资下降刚性”, “构成凯恩斯思考的基础 ‘最终自变量’ 是

‘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谈判所决定的工资单位’”, “正是在这里, 围绕着这一主

题, 凯恩斯的理论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它认识并且利用了工人阶级在其完全

自主性上表现出来的权力。 这个阶级既无法被镇压, 也无法被消灭。 唯一的

选择就是理解这一阶级的行动并对其革命加以调控” (奈格里, 2020)。
与此同时, 关于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凯恩斯 (1999: 167) 提出: “以我

自己而论, 我对仅仅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 现在有些怀疑。
我希望看到的是……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 这样一

来, 如奈格里所指出的, 在凯恩斯那里, “国家干预的法律形式和其他的间接

形式都还远远不够。 国家仅仅确保联系当下与未来的基本经济惯例也完全不

够。 还需要更进一步。 国家本身必须成为一种经济结构, 并且凭借成为一种

经济结构而变成一种生产性主体。 国家必须成为所有经济活动负责的中心”
(奈格里, 2020)。 凯恩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撕开了一个裂口, 他拒

绝了后者对市场的 “自然性” 的界定, 大大拓展了国家治理术的范围, 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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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古典经济学的伪科学主义, 在所谓阿罗 -德布鲁模型中达到了巅峰。 这个模型是新古典

经济学全部理论的核心, 因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资本主义是否

能永远存活下去———的论证, 是由这个模型给出的。 阿罗 - 德布鲁模型在假设技术、 资

源、 消费者偏好等均为给定的前提下, 证明了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的存在。 阿罗 -德布

鲁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 这类模型最早在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那里就

遭到了批判, 在熊彼特看来, 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资源配置理论抽象了创新, 不是一个解

释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 (熊彼特, 1990)。 现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对阿罗 - 德布

鲁模型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批判, 他指出, 该模型所依赖的假设不仅没有为接纳技术创新

留有余地, 且无法通过对模型的改进以纳入创新 (斯蒂格利茨, 1998: 173)。



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原则。
革新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另一条路线, 是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发轫于德国弗莱堡学派, 瓦尔特·奥伊肯 (Walter Eucken) 是该

学派的主要代表。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 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等为代表

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聚集于巴黎, 勾勒了这一流派的经济和政治愿景。① 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类似, 旨在提供一套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新理论,
将其从日益深沉的危机中挽救出来, 并为其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但在具体的

理论和政策规划上, 新自由主义却迥异于凯恩斯主义。 以弗莱堡学派为代表

的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了如下主张。 第一, 要有一个足够抽象的以竞争为

核心的市场经济模型, 用于论证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 该模型所表达的市

场经济的形式化原则在现实中是无法完全实现的, 只是一个目标、 一种规范。
这样的模型日后被称作参照系理论。 在新自由主义内部, 对参照系的选择是

有差异的, 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 将完全竞争市场

及其一般均衡作为参照系, 并以此解释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静态效率。
其他派别如奥地利学派, 则批评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市场论, 试图提出一种更

加注重企业家作用的动态理论来达到类似目的。 不过, 和前者相比, 奥地利

学派的数学形式化程度较低, 影响也相对有限。 第二, 上述抽象模型尽管在理

论上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性, 但该模型所表达的市场经济的形式化原则

并不会在经验直观中自然显现, 相反, 只有通过某种积极的治理, 这种市场才

能产生。 正如福柯 (2018: 174、 177) 强调的, 新自由主义与 18 世纪或 19 世纪

的自由主义不同, 它的目标不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内部划出一块被当作自由市

场领域的空间, “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是阐明, 如何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

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 因此问题不是释放出空位子, 而是根据一种治理的总体

技艺带来、 召唤、 规划市场经济的各种形式原则”。 这样一来, 新自由主义的市

场经济原理就和自由放任政策无关了, 相反, 新自由主义主张一种 “积极的自

由主义”, 要求通过干预以消除社会中存在的反对竞争的机制。 这也意味着,
“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政府是一个积极的政府、 警觉的政府和进行干预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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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柯 (2018) 在其 《生命政治的诞生》 一书里, 对德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

展做了细致的学术史研究, 笔者在此参考了他的论述。



第三, 尽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 为此提出了新的国家治理的理由, 但这

种干预主要是社会干预, 旨在影响市场经济的一般存在条件, 而不是市场规律

本身。 在福柯看来, 社会干预的特点之一, 是将所谓法治国家的普遍原则运用

到经济领域, 国家和公共权力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参与到经济秩序之中, 而不应

设定明确的经济目的; 国家治理的任务只是作为经济游戏规则的提供者, 而经

济游戏的参与者是个体或企业。 如福柯 (2018: 230) 所说: “这是一个由国家

所保障的法律 -制度框架内的受到调控的企业游戏; 这就是一个革新后资本主

义中的制度框架所应有的普遍形式。” 第四, 弗莱堡学派强调了实际历史与参照

系模型的差别和联系。 作为参照系的经济模型所分析的只是形式化的竞争机制,

其结构是稳定的, 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来调整, 但这一形式化结构与社会中真实

发生的过程并不一致, 后者是充满矛盾且不稳定的。 在这里, 新自由主义通过

区分参照系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 试图为资本主义何以能存活下去寻求一个解

释。 根据这种解释, 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 是由特定的历史制度形式造成的,

而与市场经济本身的形式化原则无关, 后者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为了让竞争性

市场发挥作用, 这些历史制度形式就成为变革的对象。 只要改变这些制度, 发

现一种新的制度形式, 资本主义就仍然可以存活 (福柯, 2018: 218—222)。 在

新自由主义谱系中, 产生于20 世纪70 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 (或称新古典制度经

济学), 最终实现了在新古典框架内系统分析上述问题的目标, 极大地扩张了新

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围, 提升了其话语权。① 也正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开

始,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崛起, 取代了二战后流行

的凯恩斯主义, 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主流。

(二) 参照系理论在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

弗莱堡学派对参照系和历史 - 制度理论的区分, 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知

识生产中的重大创新。 正如福柯 (2018: 221—222) 指出的, 新自由主义一

方面研究纯粹的市场理论, 另一方面研究历史制度问题, 这两者是相互补充

的, 它们是同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 “资本主义是否能存活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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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柯 (2018: 180) 提及, 弗莱堡学派的观点启示了美国新自由主义, 尤其是道格拉

斯·诺思 (Douglass C. North) 的理论。 诺思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 在中国学者中间产

生了巨大影响, 是改革以来对中国经济学影响最大的国外经济学流派。



的两个侧面。 今天看来, 弗莱堡学派的确发明了一种比凯恩斯主义更为 “高
明” 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手法, 它在承认历史制度形式的矛盾的同时, 又为

参照系即市场经济的形式化原则抹上了神圣的光环。 相形之下, 凯恩斯主义

因为揭露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缺陷, 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留下了一个难以

愈合的创痕。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以罗伯特·卢卡

斯 (Robert E. Lucas Jr. ) 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针对凯恩斯理论发起

了 “反革命”, 成功地将凯恩斯理论边缘化。 这场反革命是如此成功, 以至于

以凯恩斯理论为圭臬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道, 在

西方被归入了所谓 “异端经济学” (heterodox economics)。
值得指出的是, 弗莱堡学派的上述区分不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创

新, 而且在方法论层面, 它也提出了当代市场经济理论所共有的问题, 因而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 一种参照系理论具有以下两方

面意义: 第一, 它试图在一个撇开了历史制度因素的抽象模型里解释市场经

济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 第二, 它承认现实市场经济有可能与该模型相背离,
即存在所谓 “市场失灵”, 但它又默认现实市场经济永远存在向参照系回归的

可能性。 新自由主义在当代的最主要流派即新古典经济学一直顽固地相信,
完全竞争市场及其一般均衡理论, 是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唯一可能的参照系。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赋予参照系的两重意义中, 第一重意义有其合理性,
第二重意义则是片面和错误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也需要利用参照系理论来解释任何一种经济制度 (包括现代市场经济) 的效

率, 即其在发展生产力、 解放生产力上所起的进步作用。 确立一种参照系理

论, 必须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 在一种经济制度所包含的生产力发展的

潜力还未充分发挥时, 现实经济对参照系的背离是暂时的、 可逆转的, 在这

种情况下讨论参照系以及对参照系的偏离是正确的; 但是, 还有第二种情况,
一种经济制度可能陷于历史性衰落, 即其发展生产力的潜力可能消耗殆尽,
为此现实经济就会长期而系统地与参照系相背离。 在这第二种情况下, 所谓

“市场失灵” 就会失去说服力, 因为现实经济并不必然要向原有参照系回归,
而有可能走向解体, 并向新的经济制度演进。 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 必然将参照系理论视为一种服从历史性原则的理论。 这意

味着, 所谓参照系会在历史中、 在人类的实践中最终失去效力, 从而被现实

所证伪。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 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论被视作人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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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的最终形态, 其自身不包含任何矛盾, 也永远不可能在波普尔的意义

上被证伪。 正是由于这种非历史的、 类似于神学的特性, 建基于完全竞争市

场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就自然成为冷战后流行的 “历史终结论” 的一根支柱。
马克思参照系理论的形成, 滥觞于 《共产党宣言》。 1844—1848 年, 是马

克思的思想迅速成熟的时期, 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
马克思形成了他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图景。 值得强调的是, 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此期间的相识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 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上述图景

的形成产生了极端重要的影响。 正是通过恩格斯, 马克思得以感性地了解英

国工业革命所造就的巨大生产力及其对现代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 恩格斯的

身份———一位来自曼彻斯特的青年企业家———与今日美国硅谷的 CEO (首席

执行官) 颇为类似。 在恩格斯的安排和陪同下, 1845 年夏天, 马克思第一次

造访了工业革命的摇篮曼彻斯特。 从曼彻斯特归来后, 就像火山喷发一样,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一系列著作——— 《德意

志意识形态》、 《神圣家族》 和 《共产党宣言》。 在这些著作里, 尤其是在

《共产党宣言》 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达了他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正当性

的理解: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

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 自然力的征服, 机器的采用,
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 轮船的行驶, 铁路的通行, 电报的使用, 整个

整个大陆的开垦, 河川的通航, 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

口, ———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马
克思、 恩格斯, 1995: 277)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 从而对生产关系,
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 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反之, 原封不

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 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 生产的

不断变革, 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 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这就是资产阶

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马克思、 恩格斯, 1995: 275)
这些表述可以被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世界图景。① 然而, 在形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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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图景一词来自熊彼特 (1991: 73—79), 他在 《经济分析史》 里区分了图景和理

论, 前者指的是理论家对现实世界的根本态度和看法, 具有前理论的特点, 但对理论的

建构有根本影响; 每一位思想家首先形成的是图景, 此后理论才被编制出来。 马克思、
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里勾勒的图景, 即他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

演化过程的看法, 也影响到熊彼特及当代演化经济学。



述图景的时候, 马克思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经济理论, 不可能对这一图景加以

具体的说明。 在此意义上, 这种图景仍具有科学假说的性质, 要把上述图景

变为科学, 还有待于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1848 年革命后, 马克思寓居伦敦, 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学研究, 最终

完成了 《资本论》 第一部手稿——— 《经济学手稿 (1857—1858 年)》。 正是在

这部手稿里, 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 马克思解释了自工业革命以来,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何以能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上, 将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

力进步结合在一起, 在追逐剩余价值的同时, 也推动了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

系统运用, 从而造成生产力的飞速进步。 换言之, 这部手稿第一次对 《共产

党宣言》 等著作中提出的经济世界图景作了系统的、 科学的论证。
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 包含着解释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何以

取得生产力发展的参照系理论, 它揭示了生产率、 剩余价值率和实际工资率

三者并行增长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也提供了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的病理学, 或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 揭示了导致其走向危机的各

种矛盾。 在此意义上,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事实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

思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 但令人遗憾的是, 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长期所宣

传的, 主要是这一理论中的病理学部分, 相对忽视了其中的参照系理论。 这

样一来, 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 作为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就显得有些被动或 “落伍”, 因为在其教科书里, 缺乏一个堪与新古典

参照系理论相抗衡的, 解释市场经济何以能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的理论。
在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并存和相互竞争的格局中, 这一弱点自然不可避免地

会为对手所利用。 标榜其自身的参照系理论, 并将该理论作为理解市场经济

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唯一可能的理论,① 不仅是一种学术见解, 而且是压制竞争

对手、 取得学术霸权的重要手段, 构成了福柯意义上的真理体制的核心组成

部分。 如果听任这种局面延续和发展, 作为政策话语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必然会因为缺乏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理支撑, 不断遭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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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系是一面镜子, 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
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 “通过与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参照系相比较, 人

们就可以知道一个……经济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和信息利用的效率方面的好坏, 以及现

实当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与理想的竞争市场机制相差多远, 并且提供相应的经济政

策。” 参见田国强 (2005)。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侵蚀、 歪曲乃至 “殖民”。 近年来, 笔者屡次强调, 马克思经

济学的参照系理论在剥离了资本主义外壳后, 其实是一个市场经济一般理论,

也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利用; 只有树立一个与新古典主义截

然不同的参照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有可能完成从政策话语

向学术话语的转变, 有效地参与学术话语权的竞争, 并最终赢得这场竞争。①

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在自身的学理化和体系化方面还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 正如前文提及的, 一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生产, 通常可以界分为确立

图景和编织理论两个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还未完全实现第

二个阶段的任务, 但从一开始就享有一种政治 - 历史哲学所带来的世界图景的

优势。 这种政治 -历史哲学发端于毛泽东, 他在批判地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是社

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这一基本矛盾中, 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 构成了矛

盾的主要方面。 这意味着, 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方法论上开启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河。② 以这种政治 - 历史哲学为背景, 邓小平

(1994: 311) 在改革伊始宣布: “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 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

争。 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 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 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

最根本的革命。” 他进而提出: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 1993:

113—114) 类似地, 习近平 (2014a: 86) 也强调: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也是我

们党最鲜明的旗帜。” 习近平 (2014b: 67—69) 还进一步指出, “改革开放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与这种观念相适应, 是在改革之初形成了有关市场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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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体系结构上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参照系、 市场失灵与国家的经济作

用诸理论构成的整体。 参见孟捷 (2018a, 2020a)。
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详细阐述, 可参见孟捷 (2022)。 毛泽东的政治 - 历史哲学思想可

以溯源到新民主主义时期, 他曾指出: “政治、 军事的力量, 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

展的力量; 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 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 发展经济” (毛泽东,
1996: 109);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 大小,
归根到底, 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 看它是束缚

生产力的, 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毛泽东, 1991: 1079)。



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一般性看法, 如邓小平 (1993: 373) 最初提出的: “计
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

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这种图景的指引下, 改革开放

的实践开启了一个将建构理性和自发演化融于一炉的制度变迁过程, 同时也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制度变迁过程的自我意识,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

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制度变迁的历史顶点, 而是将市场和国家的协同演化作为

制度变迁的根本特征, 并将这种持续的制度变迁看作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阶

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规律。 这样一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就预先注定是一个对实践开放的知识体系, 它滥觞于一种改造世界的世界

观, 没有将任何既有理论作为教条来对待。 如果以一些形式化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显得较为粗糙, 但它是对未来开放的, 因

而有着勃勃的生机。 相形之下,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虽然在形式上显得更为精致, 却是历史终结论的一根支柱。

三、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演变和分化

(一) 改革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西方经济学, 严格讲来是新

古典经济学, 在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形成了一种至少是实质意义上的霸权。
美国学者史蒂夫·科恩 (Steve Cohn) 曾经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我国改革初

期普遍受到欢迎的九点理由: (1) 中国经济中一些遗留的 “慢性病” 要求引

入新的分析方法; (2) 西方经济学家被认为在处理市场经济方面具有更好的

专业知识, 中国知识分子也渴望与西方经济学家一样参与国际性经济学探讨;
(3) 在 1949 年前曾在西方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老一辈经济学家, 渴望能与西

方同仁重建学术联系; (4) 民众对价格和利润等市场术语更为熟悉; (5) 新

古典经济学借用数学形式包装自己, 使自己外表上显得更为科学; (6) 中国

的经济学研究者和学生渴望去美国学习, 或者在外企工作; (7) 接受新古典

经济学的教育被外资企业视作价值观上不再抑制商业的标志; (8) “文化大

革命” 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下降; (9) 新古典经济学的亲市场思想迎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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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内市场化的拥护者 (科恩, 2017a)。
这些因素可以进一步分类, 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理由: 其一, 市场经济在

中国的崛起, 科恩的第二、 第四、 第六、 第七、 第九个因素均与此相关; 其

二,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衰落, 如科恩提到的第一和第八个因素;
其三, 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主义外表, 这是第五个因素; 其四, 一些在中西

方之间促进经济学交流的因素, 如科恩在此提及的第三个因素。 不过, 这里

提及的还是较为肤浅的、 偶然的人际关系的因素, 正如后文将提及的, 科恩

还对促进中西方交流的更为深层的制度因素做了分析, 正是这些制度因素体

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霸权。
重要的是, 新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改革后的中国不

仅是作为专业知识传播的, 它还是一种世界观的核心。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接

纳同时也引入了一种新的真理体制, 后者描绘了经济现实所应趋向的未来形

象。 汪晖曾就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做了如下阐述: “今天……在中

国占主导地位的学科是新古典经济学。 这是在 90 年代的发展。 在 80 年代, 大

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仍在计划经济中接受训练。 他们已经从西方学到了

一些东西, 但他们完全处在共产主义的体系中, 并且一旦开放政策宣告成立,
完全能够适应和改造它。 有些更为激进的经济学家, ……致力于在中国引入

纯自由市场理论, 但其对国家来说并不十分有用, 几乎没有影响。 但是在

1990 年以后, 哈耶克的思想获得了真正的优势。 今天经济学———在中国, 最

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获得了道德的力量。 自由放任的原理形成了一种

行为准则……没有行为者能够违反。 所以目前的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性

学科, 和其前身一样: 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世界观。” (Wang, 2003: 77—78)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霸权形成过程中, 一系列制度因素, 尤其是

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美国相关联的制度因素,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科

恩追溯了这方面的历史, 提供了一些重要背景和材料。 科恩 (2017a) 写道: “如
同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一样, 美国经济协会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
和几个西方基金会希望与中国的同仁分享他们对真理的认识, 世界银行和其他国

际机构也相似地希望与中国决策者共用同一种表达话语, 西方政府和国外投资者

希望在中国发展一种能与他们对互惠互利的观念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 尽管这些

国外影响都是被国外利益所驱动, 它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受到了中国的欢迎。”
1980 年, 中国正式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世界银行在 20 世纪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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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一项由世界银行委

托的研究, 指出了中国经济学教科书和大学经济学课程中的 “不足”, 建议增

加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教育。 结果, 国家教育委员会批

准在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增设更多的新古典经济学课程, 同时还专门成立了委

员会来编写与美国教科书类似的经济学教材。
美国的各种基金会, 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在向中国输出经济学知识方面也

非常积极。 科恩 (2017a) 写道: 1985 年, 福特基金斥巨资建立了中国经济学

教育与研究美国委员会, 邹至庄和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 (Dwight
H. Perkins) 任主席。 除了资助中国毕业生参加留美项目以外, 这个委员会还

举办夏季研讨会, 为中国教授提供做访问学者的机会, 以及资助一些研究项

目。 福特基金会 20 世纪 80 年代资助了在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为期

一年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生培训项目 (所谓福特班), 为赴美学习经济学的博

士生提供奖学金, 资助中美经济学家间的合作研究等。
珀金斯对该委员会的运作有如下论述, 这些论述表明了该委员会在其援

助项目背后的更深层意图: “对于这些现代经济学训练方面的努力, 最初的理

念是: 它们将使中国毕业生准备好到国外, 主要是在美国的大学, 接受严格

的研究生课程的训练。 这方面的主要项目是每年训练经济学研究生, 规模从

最初的 50 人扩大到后来的 100 人, 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确实到美国继续深

造了。 我们相信, 这些学生一般要在美国花 5—6 年的时间, 然后回国从事教

学和研究工作。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我们期望每年能有 50—100 名经济

学博士回到中国。 如果当中能有 1 / 3 回到名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这些名牌大

学的经济学项目将会迅速发生转变。 这种转变一旦发生, 它们将进一步影响

那些一般院校。 在 10 年或最多 20 年的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将会被这些

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年轻人主导。 他们进入决策层的时间则需要更多的时

间, 主要是因为进入决策层的人大多有一头灰白的头发, 至少在 20 世纪 80 年

代的中国是如此。” (科恩, 2017a) 虽然因为中国博士生对归国工作缺乏积极

性, 上述进程一度被延宕, 但最终这个项目还是如当初设计的那样运行了。
另一个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学教育 “新古典化” 改革的机构, 是美国国

际私营企业中心 (CIPE)。 该中心的内部通讯 (Economic Reform Today No. 4,
1999) 有过如下报道: “CIPE 的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CES) ……CES 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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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估量的作用, 它向数以千计的学生传授关于市场的经济学, 并且影响了许

多高层政策制定者。 CES 的活动对在中国建立新的私人团体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最近几年中, CIPE 开始资助一些新的机构, 如北京大学的中国经

济研究中心 ( CCER) …… 有了全国民主基金会 ( 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 的资金支持, CIPE 与 CES 在中国的 8 个项目上展开合作, 这些项

目在塑造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对私企的认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并重

新促进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经济学家回国。” (科恩, 2017a)
科恩认为, CIPE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张的最重要贡献, 是它对 CES 经济

学博士回国项目的支持。 在邹至庄、 美国经济学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
大批中国学生赴美国留学攻读经济学学位, 但最终只有很少的毕业生回到了

中国。 CIPE 力图扭转这一态势。 珀金斯就此评论道: “来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

的中国学生并没有回国。 一度……有约 300 名中国学生在美国, 他们要么已经获

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要么即将获得。 这 300 人中, 当时只有一个人回到了中国任

教或进入政府机关、 学术机构工作。 正因为如此, CES 曾经只是一个尝试着适

应美国生活的年轻中国经济学者的小俱乐部, 而现在, 它离这个角色开始有点

远了。 CES 逐渐变成了一个主要目的是让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现状保持了解的

组织……CIPE 支持 CES 举行的会议虽不是造成这一趋势的唯一媒介, 但确实是

最关键的媒介。 CES 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创造的联系网络, 则促进了这一过

程……在我看来, 如果 CIPE 迄今对 CES 的资助没有用来干别的, 只创造了一种

让二三十个经济学家回国的氛围, 那钱花得才算是值得的。” (科恩, 2017a)
顶级学术期刊的内容和价值取向, 是一门学科的学术研究风向标。 新古

典经济学的崛起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对式微, 也反映在经济学期刊

的变化上。 科恩 (2017b) 试图理解这种变化的原因, 他发现, 最终主导这一

变化的似乎是某种匿名的、 无处不在的结构性力量: “笔者试图弄清审稿政策

如何改变, 由谁负责。 最终笔者得到的印象是, 这是结构性的转变, 也就是

它反映了广泛的力量, 而不是某个人的决定。”

(二) 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分化和并存

科恩的观察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至少在学术界, 中国已经形成了

新古典经济学居于主导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这一知识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所代表的知识体系相并存, 形成了两种知识体系相互影响、 相互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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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局。 以下三幅图是利用中国知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期刊数

据, 依靠文献计量学软件得到的发文量变动趋势,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改

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演变和分化的概貌。 图1 反映了改革以来经济学的多

元化态势, 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这三种理论范式

鼎足而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图 2 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

强势崛起; 图3 则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竞

争性共存的格局。 从图 3 可以看到, 进入 21 世纪之后, 以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

度经济学为主题词的发文量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大约在 2015 年, 后者终于实现反超, 并有持续之势。

图 1　 三种经济学范式的并存

说明: 本图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为主题词而得到的发文量。
资料来源: 孟捷、 朱宝清 (2021)。

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上述分化, 造成经济学界在理解国家与市场的关

系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理论。 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类型学划分, 将所有市场

经济理论区分为三个类型, 分别是市场经济理论 1. 0、 2. 0 和 3. 0 (孟捷,

2020b)。 自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Adam Smith) 以来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

学, 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属于市场经济理论 1. 0;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

提倡国家干预的经济学, 属于市场经济理论 2.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则属于市场经济理论 3. 0。 市场经济理论 3. 0 是对 2. 0 的发展和超越, 并与

市场经济理论 1. 0 形成根本对立。 如果我们撇开 2. 0 理论不谈, 市场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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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

说明: 本图是以新自由主义、 哈耶克、 新制度经济学、 科斯为主题词而得到的发文量。
资料来源: 孟捷、 朱宝清 (2021)。

图 3　 两大知识体系的竞争性共存

说明: 本图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 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为主题词而得到的发文量。
资料来源: 孟捷、 朱宝清 (2021)。

1. 0 和 3. 0 之间存在如下基本区别。

第一, 两种理论对市场与国家、 经济与政治抑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

间的关系, 存在迥然不同的理解。 市场经济理论 1. 0 主张, 市场与国家、 经济

与政治的区别是不同类型制度的区别, 在经济运行中, 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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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发挥实质性的干预作用。 而市场经济理论 2. 0 和 3. 0 则主张, 经济和政治

并非两类截然不同的制度, 政治权力也可以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 并因此嵌

入经济之中, 成为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

第二, 两种理论对市场经济当事人的认识不同。 在 1. 0 理论看来, 市场经

济的当事人只有私人企业, 而在 2. 0 和 3. 0 理论看来, 市场经济的当事人还包

括国家乃至竞争性地方政府。 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由三维主体 (企业、 国家和地方政府) 构成的市场经济, 而不是一

维主体的市场经济, 要正视国家 (甚至党) 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当事

人的作用 (史正富, 2013)。

可以在界分市场经济 1. 0 和 3. 0 理论的基础上, 绘出一个坐标系, 以展示

当代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分化 (图 4)。 图 4 中的横轴代表经济学家所属的

理论范式, 纵轴代表对中国经济的历史制度分析, 这样我们就得到四个向度,

横轴的两个向度分别代表两种经济学范式, 纵轴的两个向度代表那些以上述

范式为基础的历史制度分析。 这些向度界定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象限, 即第一

象限和第三象限。 第一象限的特点是 3. 0 理论范式和 3. 0 制度分析的组合, 它

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三象限则是 1. 0 理论范

式和 1. 0 制度分析的组合, 代表着与自由主义传统相契合的中国经济理论。 图

4 将诸如财政联邦主义、 GDP (国内生产总值) 锦标赛竞争论等关于中国地方

政府竞争的经济理论置于第三象限, 这是因为, 在解释地方政府行为时, 上述

图 4　 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分野

资料来源: 孟捷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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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大体倾向于将地方政府的作用局限于减低交易成本, 在此意义上, 它们

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孟捷、 吴丰华, 2020)。

除了上面两个截然对立的象限之外, 中国经济学还存在一些具有过渡性

质的理论, 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对中

国经济模式的制度分析破除了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条, 但在纯理论范式上, 却

依然沿袭了属于市场经济 1. 0 理论的比较优势学说, 这种矛盾在相当程度上损

害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影响力。①

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

(一)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中国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

改革以来, 伴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出现了两重知识生产

和真理体制并存的格局, 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的知识生产体制, 另一个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生产体制。 一方面,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私人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获得了普遍的发展, 与

之相应的结构性力量需要通过特定的知识体系表达其利益和诉求。 另一方面,

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又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居于

阿尔蒂塞所谓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这样一来, 两种知识体系、 两种真理体

制在诸如学校、 出版、 传播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的长期并存, 就成为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现象。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

种极具进攻性的知识生产和真理体制, 它不仅沿袭传统自由主义, 将市场或

价格机制作为唯一可能的资源配置方式, 而且试图以市场原则蚕食并重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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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本·法恩 (Ben Fine, 亦有译为本·法因) 及其合作者曾撰文

批评新结构经济学, 指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内在矛盾, 即一方面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核

心概念, 另一方面又刻意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 Fine and Waeyenberge (2013) 写道:
“切近地考察新结构经济学, 却表明比较优势这一核心理论概念在性质上是有缺陷的,
同时也揭示出, 它坚持致力于……以有缺陷的、 不连贯的方式应用新古典经济学, 且伴

随着政策范围上的一贯狭隘性。” 通过承认国家可以凭借其制度和政策措施影响比较优

势, 允许比较优势在时间中因要素禀赋的变化而改变, 以及接纳外国直接投资, 新结构

经济学 “形成了和新古典经济学内在基础的偏离”。



会和国家, 这样一来, 它就不仅代表着一种学术霸权, 而且对社会主义政党

国家直接构成了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坚决反对 “全盘私有

化”, 要求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产权体制。 2009 年,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 要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线; 2011 年, 时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同志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

会上的讲话指出, 中国 “不搞私有化”; 2019 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强

调,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① 围

绕私有化问题的利益和政治纷争, 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 比如,
以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为例, 如图 2 所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与提倡私

有化的西方经济学家如科斯、 哈耶克等人相关联的文章发表量 (同时包含赞成

或反对他们的论文) 几乎一直在持续增长, 直至2012 年以后, 才开始明显下降。
在 《论再生产》 一书里, 阿尔蒂塞曾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阶级冲

突发表过如下看法。 他提出, 第一, 这种冲突, 事实上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

阶级斗争的前哨站。 “经济的斗争总是停留于暗处, 这是它的宿命, 因为它是

最重要的。 政治的斗争最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爆发, 它集结起一切力量来保

障自己最终战斗 (即为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战斗) 的方向。” 至于意识形态的斗

争, “通常领先于政治斗争的公开形式, 甚至是遥遥领先于它们” (阿尔都塞,
2019: 315)。 第二,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这种冲突之所以重要, 在于意

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职能是维护特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以学校为例, 它被阿

尔蒂塞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因为学校掌握

着未来, 即一代又一代青年。 一种可能的危险是, 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国

家机器内部, 所贯彻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 而是资产阶级和小资

产阶级的旧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 2019: 199—200)。 第三, 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相比于其他国家机器而言, 是最脆弱的部分, 之所以如此, 在于它们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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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对公有制怀有偏见的作者, 从这些现象中观察到, 提倡私有化的话

语实践在中国面临着被挫败的局面: 中国官方文件并没有明确地接纳 “私有化”, 决策

者偏爱谈论 “重组” 或 “所有制多元化”。 事实上, 在官方措辞中, “私有化” 一词变

得越来越带有贬义, 充满了一种行为不当的含义。 他们不无担忧地认为: 似乎不证自明

的是, 这些自我设置的意识形态界限将会扭曲当代中国公有制的演变。 参见 Tsai and
Naughton (2015: 11)。



样化的, 并且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联系。 一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生动摇,
剩下的就是最后的堡垒, 即由镇压性国家机器所捍卫的国家权力。 在这里,
阿尔都塞 (2019: 317—318) 发挥了葛兰西提出的阵地战思想: 所谓阵地,
就是由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成的堑壕, 战斗在这些阵地展开, 意味着首

先这是一种前哨战, 其次这也是一场持久战。
如果说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 学校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或最主要的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话,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学校依然具有这种地位。 作

为在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居于最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学校是各种斗

争开展的场所。 不同社会势力、 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 (不仅在一国范围内,
而且反映世界格局的变化), 都集中反映在学校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
就经济学知识生产而言, 斗争集中在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 学术期刊社等机

构内部, 它们是更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知识生产的目标同样是服

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在以高校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国

家机器内的并存和竞争, 派生出本文所谓经济学知识生产的治理问题, 这种知

识治理的根本任务, 是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对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生产

以及这一生产所依赖的权力关系加以调节, 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再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知识治理, 通常并不限于一国范围内

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它还有一个国际的维度。 从前述科恩的描述可以看到,
新古典经济学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成长, 是在域外结构性力量

的支持下实现的。 这意味着, 我们面临的是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相

互影响、 竞争乃至对抗。 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全球范围

内的影响力, 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如大学、 出版社、 期刊、 学术评

价和传播等机构, 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形态 “超” 国家机器, 其功能不止在于维

护一国内部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再生产, 而且可以嵌入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 以达到维护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 政治、 文化霸权的目的。
西方意识形态 “超” 国家机器对于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的影响, 非常典型

地体现在论文的发表上。 近十余年来, 在国外经济学期刊尤其是顶级期刊发表

论文, 已成为国内高校的一种时尚甚至一种 “制度”。 然而, 正如不少人注意到

的, 许多国外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经常是先入为主地以新自由主义标准看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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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展经验的。 这样一来, 为了谋求发表, 论文作者就会以削足适履的方式将

中国经验硬塞进新自由主义分析框架, 以逢迎这种标准。 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中

国经济学知识生产, 就非常类似于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W. Said)① ———他

深受葛兰西的影响———所批判的东方学, 这种东方学所描绘的东方, 满足了西方

对后殖民时代的想象, 事实上服务于西方在全球的话语霸权 (萨义德, 2007)。
上述现象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是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为解释地方政府竞

争而采用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Qian and Weingast, 1996; 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5)。 这一理论较早考察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改革, 将地方政府

竞争视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 就此而论, 相关作者是有一定贡献的。
但问题是, 在具体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动机时, 这类理论暴露出它不过是新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这体现在, 第一, 它将政府行为限定为界定产权、
监督合同的履行、 提供基础设施等, 换言之, 政府的作用大体被局限在降低交

易成本这一范围内。 第二, 在解释地方政府动机时, 它将其归于追求税收的最

大化。 但问题是, 照此理解的政府和斯密笔下的 “守夜人” 政府, 其实并没有

什么分别。 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追求的只是税收, 其行为只是削减交易成本, 背

后假设了经济和政治作为制度的截然两分, 以及政府只是或只应该是自由主义

的 “小政府”, 这显然是理论上的先入之见, 丝毫不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 在现

实中, 中国地方政府是通过土地财政而形成的租金的生产性使用者和分配者,
是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 是市场的建构者和引领者, 是公有产权的代表和公有制

生产关系的内在环节, 而所有这些重要维度几乎都落在上述理论的视野之外了。②

(二) 国家和市场在经济学知识生产与治理中的作用

对经济学知识生产开展必要的治理,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 开

展这种治理与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并不矛盾。 国内某些学者喜欢援引科

斯, 认为 “思想市场” 的存在是一种科学的知识体系赖以发展的制度条件, 遗

憾的是, 他们是以望文生义的方式———如果不是故意的话———误用了科斯的概

念。 事实的真相是, 科斯———以及另一美国学者阿龙·迪莱克特 (Aaron
Director) ———从新自由主义立场出发严厉抨击了自由放任的思想市场, 鼓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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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亦有译为爱德华·萨义德。
对财政联邦主义乃至锦标赛竞争理论的进一步批评, 可参见孟捷、 吴丰华 (2020)。



思想市场加以限制。 在科斯 (Coase, 1974) 或迪莱克特 (Director, 1964) 看

来, 第一, 思想市场和产品市场一样, 都具有外部性, 既然产品市场因外部

性的存在需要政府的干预, 思想市场又怎能脱离这种干预呢? 第二, 主张思

想市场可以摆脱政府的监管, 包含着下述逻辑悖论: 知识分子也是由利己心

驱策的, 他们以为自己所赞同的必然有利于社会,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科斯

等人的最终结论是: 思想市场的自由和经济自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 前

者有可能危及后者; 为了维护经济自由, 必须限制思想市场乃至更为广泛的

公民自由 (civil liberty, 通常指讨论并参与政府的自由)。①

科斯等人的上述论证, 若与历史唯物主义或福柯的权力 - 知识共生论相

比, 是极为幼稚的。 尽管如此, 科斯等人却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本文采纳的

分析架构的合理性。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

播, 绝非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结果。 正如前文对科恩的引述所表明的, 一系

列结构性权力在这一理论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如果在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中追求自由思想市场, 必然会导致将领导权拱手

让给对方。 在一种权力退场时, 留下的不是真空, 而只能是另一种权力。 遗

憾的是, 一些论者未能体察到这一点, 在他们看来, 建立切合中国需要的知

识体系, 似乎应以摆脱政治干预为前提, 比如, 郑永年 (2018: 109) 就认

为: “很显然, 要创造知识体系, 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束缚, 政治束

缚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 这种观点是极为片面的。 问题不在于回避

政治, 而是改进政治权力在知识生产———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实践———中

的作用方式, 以建立一种有效的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

经济学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的建构, 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形成一种福柯

式的权力 -知识关系。 在这种权力 - 知识关系存在的前提下, 知识并不单纯

是由知识主体的活动生产出来的,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 是这种权力 - 知识关

系本身, 它决定了知识的形态和可能的知识领域。② 福柯的这种观点也界定了

知识分子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 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能脱离特定的权力 -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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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Director (1964); Coase (1974)。
“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 相反, 权力 - 知识、
贯穿权力 -知识和构成权力 -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 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

的领域。” 参见福柯 (2019: 29)。



识关系来理解, 而毋宁是在权力 - 知识关系中形成的。 至少在所谓 “人的科

学” (the human sciences) 中, 即那些同时将人作为知识的主体和客体、 作为

研究者和被研究的对象的科学当中, 价值自由、 价值中性以及与价值无关的

客观性是不存在的 (Smart, 2002: 58—59)。 在此意义上, 与郑永年的设想不

同, 知识治理的目标, 显然不是让知识分子在一个完全自主的、 独立的天地

内进行知识的创造, 因为这样一种和权力脱节的独立天地从来就是一种虚构。
福柯指认的权力 -知识关系, 是与各种机构或组织 (学校、 监狱、 军队、

工厂等等) 相伴随的, 此处的权力, 是一种微观组织的权力。 从马克思主义

的视角看, 与知识生产相关联的制度并不局限于微观组织的层面, 也涉及国

家或整个社会层面; 不仅包含特定社会经济体制中的根本制度, 也包含那些

与知识生产直接关联的制度, 这些不同层次的制度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
在我国,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知识生产和治理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前提。
与此同时, 在现代社会, 知识生产往往是分散进行的, 单纯依靠作为政治上

层建筑的国家, 并不足以完成知识生产和知识治理的任务。 在现实中, 还需

要一些更为切近地服务于知识生产和知识治理的制度。 这意味着, 在政治上

层建筑即葛兰西所谓政治社会之外, 我们还需要在属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内部建构一种有效的知识治理机制, 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

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如果我们不能在学校、 科研机构、 资金供给和分配体制、
学术发表和评价体系、 思想传播体系等方面确立相匹配的制度, 采纳相应的

策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体系就难以真正确立自己的领导权。
近年来, 一些学者提出, 应围绕知识生产和知识治理构建相应的制度,

以促进中国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郑永年曾主张, 要限制政府在知识生产

中的作用, 在政府和知识生产之间确立一个边界。 与此同时, 他也看到, 知

识分子有可能依附于商业利益, 从而 “产生不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例如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 因而在知识生产和资本之间, 也应确立一个边界 (郑永年,
2018: 248)。 这一 “两种边界说”, 提出了下述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关键问题:
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最重要的是处理好知识生产和政府、 知

识生产和市场 (或资本) 之间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

的权力, 知识治理的任务在于如何运用、 协调和限制这两种权力的影响, 形成

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知识体系生产和治理的制度架构。 要达到这个目标, 自然

需要进一步研究与知识治理相关的制度和策略问题。 限于本文的性质与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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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拟深入于这些问题的细节, 仅限于提出若干基本原则, 以备将来讨论。
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或话语生产

有两种主要形式, 一种是官方的政策话语的生产, 另一种是学术话语的生产。
这两种话语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在知识生产和治理中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
当前, 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 (或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

理化), 是经济学知识生产中的主要瓶颈。 应设法鼓励相关学术话语的创新,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

第二, 知识生产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一个 “分散决策” 的环境。 正

如前文论及的, 20 世纪 20—30 年代, 资本主义制度陷于风雨飘摇之际, 凯恩

斯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提出, 分别代表了两种革新资产阶级经济学

的路线, 其宗旨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体系

中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知识体系的生产和治理, 应顾及到知识生

产的这种分散的或去中心化的特点, 在资金分配、 课题立项、 教科书编纂、
学术评奖、 人才选拔中, 应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乃至不同学派的竞争, 以更好

地发挥学术话语作为 “工具箱” 在社会主义话语实践中的作用。
第三, 改革开放以来, 在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中客观上形成了一个 “市

场”: 来自各种海外基金会、 跨国公司及其他市场主体的捐助, 对经济学知识

生产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诱导作用, 在大学和这些市场主体之间, 全然没有任何

制度、 政策所划定的清晰的边界, 换言之, 被科斯等人讥刺的 “思想市场”, 在

相当程度上却成了我们所面临的现实。 前引科恩的报告,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这一现象。 对这一 “市场” 加以必要的限制和管理, 是一个亟待提上议程的问

题。 在大学、 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与市场 (资本) 之间, 应当建设某种 “防火

墙”, 确立适当的边界, 以最大限度减少资本对知识生产的负面影响。

五、 尾论

(一) 中国是否存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有关中国是否存在自身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以及如何建立和发展这一知

识体系的问题, 近年来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仍以郑永年 (2018) 为例,
他提到, 大国发展和崛起, 需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造就一个为世界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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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体系。 这个知识体系要回答 “我是谁” 这样的自我认同问题, 同时也要

取得外界的承认。 郑永年认为, 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中国还没有建立这样

的知识体系: 其一, 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于美国

为首的西方, 与后者之间缺乏价值的认同; 其二,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与权力

无涉的独立性, 加之学术生产部门的某些制度缺失, 使知识分子难以胜任解

释世界的使命, 没能就中国模式提供一个解释性的理论。
郑永年的某些观察是非常敏锐的, 但是,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 他的具

体论证往往流于片面。 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一般而言,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的知识体系。 从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 到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2 年中

共十六大提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再到今天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一知识体系的生产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 2019 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新定义, 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不仅

为改革实践提供了指引, 而且解释了改革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于这一知识体系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 在何种意义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学理

化, 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这样的知识体系存在和发展着, 却是不容

否认的事实。 问题只在于, 这一知识体系迄今还没有为西方所接纳。 依照郑

永年的看法, 要解决这个能否被外界承认的问题, 取决于能否提出一个更为

科学的解释性理论, 为此郑永年 (2018: 92、 98) 写道: “首要的任务是生产

出能够解释社会的知识体系。 ……只有在世界解释好之后, 才能把世界改造

得更好。” “如果不能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己的概念和理论, 就很难争取到

和西方的平等话语权。” 有趣的是, 郑永年 (2018: 69) 在其著作里还曾提及

福柯, 认为福柯强调了权力对话语形成的影响; 可是, 他的那种以为话语权

取决于能否预先生产出真理的观点, 表明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福柯的思想。①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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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永年不仅相信科学的知识体系的生产是大国崛起的前提条件, 而且认为这样的知识体

系是注定普惠于全世界的。 他以英国为例写道: “古典自由主义的确立是对世界的一个

贡献。 当然, 这个理论体系既有利于英国, 为英国在全球的贸易做了合理的论证, 同时

也有利于全世界, 推动了世界贸易经济的发展。 一个利己利人的思想体系也使得英国在

很长时期里掌控了世界的话语权, 充当了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的角色。” (郑永年,
2018: 99—100) 在这里, 他自相矛盾地陷入了他所批判的西方知识体系的陷阱。



福柯的观点看, 根本不存在脱离特定权力关系的真理; 知识无法在权力之外

被生产出来。 郑永年所设想的先生产出真理, 然后再取得话语权的观点, 与

福柯本人的思想可谓南辕北辙。 中国的知识体系能否被外界接纳, 并不单纯

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生产的问题, 而是能否经由自身的发展道路, 在

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中———最终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超) 国家机

器内部———获得相应的权力, 进而得到身份认同的问题。 只有在获得这一权

力的同时, 才会有为西方所承认的中国知识体系。 因此, 这也是黑格尔意义

上的 “为承认而斗争” 的问题。 只要我们认识到, 任何一种得到承认的知识

体系, 同时也是一种被接纳的权力, 那么所谓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就

是一个伪命题, 至少不是一个可以撇开现实权力结构而单独提出的问题。

(二) “北京共识” 与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产生世界反响, 进而影响全球

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生产, 还可以在国外学术界围绕 “北京共识” 的讨论中略

见一斑。 2004 年, 美国学者乔舒亚·拉莫 (Joshua C. Ramo) 出版了题为 “北
京共识” 一书, 认为中国通过探索和实践, 摸索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

式 (Ramo, 2004)。 尽管拉莫对 “北京共识” 的含义并未做足够充分的探讨,
这一概念的使用本身却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目。 巴里·诺顿 ( Barry
Naughton) 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Naughton (2010) 曾在一篇文章里讨论了

中国经济体制的独特性, 以及这种独特性与其普遍的可运用性之间的关系。
诺顿在文章开篇就讨论了 “北京共识”, 他提出, “北京共识” 能否成立取决

于下述条件: 关于 “北京” 的普遍经验能否最终阐明一些重大原则, 这些原

则可以塑造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发展政策。 在他看来, “北京共识” 的支持者必

须回答两个问题: 其一, 为什么 “北京” 决策者的独特进路对于中国引人注

目的快速增长是关键性的; 其二, 为什么那些独特的进路同时可以运用于其

他极为不同的环境。 他认为, 迄今为止没人能够成功地在经济学上阐明这两

个问题。
所谓 “北京共识” 是相对于 “华盛顿共识” 而提出的。 诺顿对 “北京共

识” 的质疑, 也可运用于 “华盛顿共识” ———为什么 “华盛顿共识” 对于美

国的经济增长是关键性的? 为什么 “华盛顿共识” 的独特进路可以运用于亚

非拉的不同国家? 事实上, “华盛顿共识” 这一概念的最初使用者美国学者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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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威廉森 ( John Williamson),① 就提出过这两个问题, 并借此批判了 “华
盛顿共识”。 他指出: “华盛顿竭力向其他国家鼓吹的经济政策可以总结为三

点: 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 外向型经济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 然而, “华
盛顿的绝大多数技术官僚都认为: 美国并没有成功地实践它所鼓吹的这些政

策, 这不仅不利于己, 也在其他国家产生了不良影响”。 他同时还指出: “现
在我们还难以判断, 是否美国目前鼓吹的政策改革能解决拉美国家经济面临

的所有关键问题。” (威廉姆森, 2005)
“华盛顿共识” 是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组合,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 类似政策的提出本应更多地参照发达国家

在其过去历史中的成功经验, 而不是当下的政策实践, 然而, “华盛顿共识”
恰恰缺乏这种历史和制度的面向, 它刻意回避了发达国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

奉行的政策, 对发展中国家表现出 “依照我们所说的去做, 而非依照我们实

际所做的去做” 的虚伪态度 (张夏准, 2009)。 “华盛顿共识” 作为一种政策

范式, 具有针对不同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兼容 - 排斥效应, 这指的是, 它一方

面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 另一方面则对其他经济学怀有深刻的敌意。 正如

Williamson (1990) 指出的: 华盛顿各方围绕其政策清单的确有一种一致的看

法, 即所有这些政策都源于主流经济学的经典理论; 与此同时, 没有任何发

展经济学文献所提倡的思想———诸如大推进、 平衡或非平衡增长、 剩余劳动,
甚至两缺口模型———在推动 “华盛顿共识” 的形成中起到了实质性作用, “华
盛顿共识” 完全排除了发展经济学文献。 在这种兼容 - 排斥效应里, 存在着

福柯所指认的权力 - 知识关系: 一方面, 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政策范式背

后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支撑了 “华盛顿” 各种机构———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美国财政部等等———的权力; 另一方面, 权力选择并传播它所偏

爱的知识体系, 使这些知识得以用于塑造并改变现实。②

让我们再回到诺顿的问题上来。 他对 “北京共识” 的质疑之所以是片面

的, 就在于他将 “北京共识” ———抑或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否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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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亦有译为约翰·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90) 界定了在 “华盛顿共识” 一词中作为权力象征的 “华盛顿” 的含

义, 提出这里的华盛顿包含着政治华盛顿和技术官僚华盛顿这两个方面, 前者涉及美国

国会和政府的高级成员, 后者则囊括了国际金融机构、 美国政府的经济部门、 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和一些智库。



标准, 仅仅归于其 “解释力”。 他忽略了问题的关键在于, 一种经济学知识体

系能否与特定权力结构形成前述匹配关系。 “华盛顿共识” 之所以是 “共识”,

并非单纯植根于对现实的解释力, 而在于 “华盛顿” 曾握有的在诸多发展中

国家推行相关政策的权力。① 诺顿本人其实也无意间表达了这一规律, 如他所

说的: “在全球舞台上, 尚不存在代表北京经济学家观点的重要机构。”

(Naught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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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in the late 1970s, with the spread of new liberalism

economics in China, there has been a pattern of coexistence of two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s or truth systems within the so-called ideological state machine: new liberalism

economics and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evitably requi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occupy the position of

national ideology, which leads to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knowledge governance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he goal of this governance is to regulat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ts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ideological state machine and establish the

leadership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trac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nomics and new liberalism economics as

knowledge systems, and compares the production of the two knowledge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knowledge symbiosis. It combs the evolu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since the reform, and makes a brief comparison

betwee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liberalism

economics ar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Focusing on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preliminary institutional and strategic analysis. In the conclusion, we also

criticize the view that China does not have its own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Keywords: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New Liberalism Economic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nowledge Governance, Ideological

State Machine, Power-Knowledge 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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